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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貧富分化的深層原因探究貧富分化的深層原因探究貧富分化的深層原因探究貧富分化的深層原因(上上上上)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黃友嘉博士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黃友嘉博士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黃友嘉博士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黃友嘉博士 

 社會對貧富懸殊和在職貧窮問題的討論日趨熾熱。有人將問題歸

咎於特區政府的無能和管治失當，更有意見指這是政治體制所衍生的

社會問題。筆者嘗試在下文列舉坊間常用的幾個指標，並透過不同角

度的分析，探討貧富分化問題背後一些深層次的社會和經濟原因。 

以時間序列以時間序列以時間序列以時間序列「「「「縱觀縱觀縱觀縱觀」」」」堅尼系數堅尼系數堅尼系數堅尼系數 

 堅尼系數是衡量貧富差距最常用的指標。本港的堅尼系數從 1981

年的 0.451微升至 1986年的 0.453，其後加速上升至 1991年的 0.476

及 1996 年的 0.518。1996 年後增速減緩，2001 年和 2006 年分別為

0.525和 0.533。 

   香港貧富差距擴大由來已久，甚至是一個橫跨近三十年的中長期

趨勢，情況惡化的高峰期並非是回歸後，而是 80年代中至 90年代中。

貧富懸殊的問題成為近期大眾的聚焦點，除了與政治生態和輿論環境

的轉變有關之外，在某種程度上亦可能反映，巿民追求「經濟平等」

的著眼點已從過往認同「機會平等」逐漸轉為注重「均貧富」式的「結

局平等」。 

   值得留意的是，上述堅尼系數只是按住戶原本每月收入計算而

得；由於政府的稅收和其他收入再分配政策會直接影響收入差距的程

度，故國際間在引用堅尼系數時，經常會編制另一個包含政府再分配

效應的系數作為參考。根據「香港二零零六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

告」，按人口平均延伸除稅和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計算的堅尼系數在

1996、2001 和 2006 年分別為 0.426、0.419、0.424；顯示 1996-2006

期間，堅尼系數沒有惡化，更有輕微下降跡象。 

   單從數據可見，香港貧富差距拉闊主要發生在回歸前十年左右的

時間；而特區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確已發揮了抑

壓貧富差距擴大的作用。當然，這絕不意味著香港貧富懸殊問題不嚴

重，或者政府已經「竭盡所能」。但若要批評特區政府施政失誤導致

貧富懸殊惡化，則須以公平的態度以及從事實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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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際比較從國際比較從國際比較從國際比較「「「「橫觀橫觀橫觀橫觀」」」」在職貧窮在職貧窮在職貧窮在職貧窮 

 就業人口收入相對於整體經濟的提升速度可以反映勞動者在經

濟發展過程中能否按相應比例「分一杯羹」。在 2001年至 2009年期

間，香港的名義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增長了 20.5%；但就業人口收入的

中位數只從每月 10,000港元微升為 10,500元。僱員收入的提高速度

落後於經濟增長，反映打工一族未能充分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勞動

力相對於資本的議價能力有所下降；勞資收入背道而馳亦經常被指是

造成香港貧富差距擴大和在職貧窮的原因。但此現象並非香港獨有；

多個國際權威機構的研究不約而同證實了這一點。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工作世界報告 2008」，1990至 2005年期間，

73個有數據可供分析的國家中，就有 53個國家的工資在國民收入中

所佔的比重下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一項名為「不平等的增長」的

研究報告亦指出，逾四分之三的 OECD 國家在近二十年貧富差距趨

於擴大，有些國家更出現中產與富有階層的差距亦相應擴大的現象，

反映低收入者受惠於經濟增長的程度遠遜於高收入階層。國際貨幣基

金會(IMF)的研究亦發現， OECD 國家從 1980 年代開始，勞工收入

在 GDP 中所佔比例普遍下降，中低技術的勞工更是首當其衝；該研

究透過統計數理模型找出了多個顯著性的原因，包括資訊科技的發

展、全球經濟一體化、中國等新興經濟釋放出大批勞動力、生產外判

等跨地域營運模式的興起、以及勞動力移民等。 

筆者引述多項國際研究報告，並非意圖將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合

理化，而是有感於香港作為一個高度開放的小型經濟體系，緊貼著世

界經濟發展的脈搏，在分析香港的社會和經濟現象時，我們往往可以

從相關的國際性趨勢中得到啟示。正如在分析香港經濟的現況及展望

時，不可能撇除全球金融海嘯、歐元區國債及匯率波動等問題帶來的

影響；同樣地，要找出香港經濟轉型、貧富懸殊擴大等現象的原因，

我們亦不能閉門造車，無視全球經濟一體化等外圍環境因素。 

勞動力全球化的溢外效應勞動力全球化的溢外效應勞動力全球化的溢外效應勞動力全球化的溢外效應 

   事實上， IMF所列出的貧富分化成因亦適用於香港；這些問題其

實無一不是香港在過去三十年裏面對的挑戰，當中有些因素更因為香

港的特殊情況而具更強的影響力。例如，香港的十五歲以上的勞動人

口中，教育程度在初中或以下的佔 29%。這個比例遠高於西方發達國

家，相信亦是香港的堅尼系數高於其他發達國家的重要原因；尤其是

近年以資訊科技及國際視野為本的知識型經濟大行其道，低學歷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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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競爭力難免每況愈下。 

   根據 IMF研究報告的推算，全球勞動力的實效供應在 1980至 2005

年間迅增四倍；中國等東亞國家貢獻幾半，主要是因為這些地區適齡

勞動人口劇增以及加速開放對外貿易。勞動力全球化使得大多數

OECD國家的勞工在國民收入中所能分享的比重(即勞工份額)趨於縮

小，其發生作用的主要渠道是商品與服務貿易，而勞動力移民和生產

工序外判的影響目前仍較為有限。 

  香港背靠中國這一全球最大的勞動力供應基地，兼且與內地的經濟

和社會融合不斷深化；內地勞動力源源不絕供應對香港的「溢外效應」

除了透過貿易傳導之外，相信更多是透過產業轉移以及移民等直接的

渠道。1980 年代以來，香港勞動密集型工業大舉北移，製造業在本

地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從 1981 年的 21.8%下降至 2008 年的 2.5%，聘

請的員工從 99.6萬減為 14.2萬人；與此同時，香港廠商在內地聘請

了超過 1,000萬的工人。經濟結構和就業結構在短時間內發生如此巨

大的蛻變，在 OECD 國家實屬罕見；對香港收入結構的影響極為深

遠，亦使得本港成為勞動力全球化對收入結構影響的一個極端案例。 

 至於內地新移民對本港收入分配的影響以及可供考慮的政策選

擇，筆者將在下周本欄目繼續討論。 

 

(註：本文已登於「明報」2010 年 6 月 10 日「筆陣」專欄) 

 


